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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资源环境已经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能源约束、环境规制对 ＦＤＩ 流动具有重大的影响。
基于此，利用 ２１５ 个城市面板数据，就能源约束、环境规制对 ＦＤＩ 的区域流动以及 ＦＤＩ 流动对城市经济在规模、结
构、技术等方面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发现：能源约束对 ＦＤＩ流入沿海城市影响较弱，对流入内陆城市影
响显著；环境规制有利于沿海城市生态质量的改善，但对内陆城市的影响不明显；ＦＤＩ 流动对各区域城市的经济规
模、结构、技术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总体上呈沿海向内陆弱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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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 ＦＤＩ（外商直接投资）数额快速增长。１９７９—２０１１ 年，中国实际使用 ＦＤＩ
总额达到 １０５８７ 亿美元，成为吸引 ＦＤＩ 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众多研究表明，ＦＤＩ 大量流向发展中国
家，重要原因是东道国具有丰富的资源及低的环境规制。外资企业在产业转移时一方面较多地转移

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的行业；另一方面它们在得到诸如土地使用、配套服务、税收减免等政策优惠

的同时，较少甚至不用承担环境治理责任，从而对东道国能源、环境等产生了明显不利影响。以中国

为例，截止 ２０１０ 年，ＦＤＩ投资比例最高的是制造业，其次是房地产业，二者之和超过资金总额的 ７０％，
它们不仅消耗了中国大量的资源，同时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压力。

当前，中国面临着如下现实：一方面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要求中国必须加大环境规制力度，改

变长期以来用环境换增长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受国外经济形势、国内经济结构、技术水平、制度机制等

影响，为保持经济较快增长，中国必须集约发展、清洁发展。当前，中国表现出环境污染加剧、能源粗放

消费及供求失衡的多重特征。因此，研究能源、环境、ＦＤＩ及经济间的关系，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针对上述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有益研究。Ｃｈｕｄｎｏｖｓｋｙ 等认为 ＦＤＩ 的流入会提高东道

国的清洁技术，从而改善当地的环境水平［１］。然而 Ｗａｎｇ 的结论与 Ｃｈｕｄｎｏｖｓｋｙ 不同，他认为由于 ＦＤＩ
具有从高规制向低规制国家流动的利益驱动，因此对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而言，ＦＤＩ 的流入会恶化当
地环境，使之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２］。Ａｌｌｅｎ 和 Ｗｕ 研究发现，ＦＤＩ 促进了中国能源效率的
提高，但随着政策的调整，ＦＤＩ对中国能源效率提高的速度在不断衰减［３］。Ｅｚｚａｔｉ 等认为，ＦＤＩ 与环境
效应的关系是复杂的，它们受东道国经济水平、环境政策、能源利用技术等多因素的影响，ＦＤＩ 与环境
效应的关系如同“黑箱”，剖开“黑箱”，弄清二者间的内在机理对于制定更为客观准确的政策具有重

要意义［４］。Ｋｅｌｌｅｒ研究认为，ＦＤＩ能加快发展中国家节能技术的推广，且相比而言外资企业比本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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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更有动力使用节能技术［５］。在国内，孙敬水等研究发现，ＦＤＩ 大多流入了中国能源密集型行业，弱
化了当地的环境水平［６］。张贤、周勇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中国各地区 ＦＤＩ与能源强度关系进行了研
究，认为 ＦＤＩ 与能源强度负相关，并且 ＦＤＩ 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７］。王学龙等的研究发现，ＦＤＩ 会降
低进入产业的能源效率［８］。Ｂａｏ 等通过对 １９９２—２００４ 年中国 ２９ 个省份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总
体上 ＦＤＩ与环境污染呈倒“Ｕ”型关系，在折点之后，ＦＤＩ 的流入会改善发达省份的环境水平，但会恶
化欠发达省份的环境水平，这与屈小娥的研究结论一致［９ １０］。蔡海霞、范如国研究发现，加入能源约

束后，ＦＤＩ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明显下降，低的能源价格和弱的环境规制是 ＦＤＩ流入的重要原因［１１］。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我们认为相关研究还值得进一步深入，有如下几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

中国能源供求失衡形势的加重，政府对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是否会对 ＦＤＩ流动产生影响？二是中国
各地区的能源禀赋、环境规制存在显著差异，这是否会影响到 ＦＤＩ的区位选择？三是中国各地区在能
源约束及环境规制条件下，应当如何利用 ＦＤＩ，使之成为“两型”社会建设、缩小区域差距的有效推动
力？本文利用中国 １９９３—２０１０ 年 ２１５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就以下两个问题进行研究：（１）能源约束、
环境规制是否是 ＦＤＩ在各区域流动的影响因素？（２）ＦＤＩ 对各区域经济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通
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希望为实现城市“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提供启示。

二、理论分析

１． 环境与产出的关系
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影响产出（Ｙ）的主要因素包括资本（Ｋ）、劳动（Ｌ），虽然后来有学者将

能源（ＥＮＥ）、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加入其中，但他们没有充分考虑环境因素。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
展，环境对经济增长会产生重要影响。Ｌｏｐｅｚ、Ｂｏｖｅｎｂｅｒｇ 和 Ｓｍｕｌｄｅｒｓ 等人研究指出，环境与经济增长
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经济增长影响环境质量，环境质量又反作用于经济增长［１２ １３］。基于此，本文

将环境污染（ＥＮＶ）引入模型，得到公式（１）。
Ｙ ＝ ｆ（Ｋ，Ｌ，ＥＮＥ，ＥＮＶ，ＦＤＩ） （１）
２． 经济与环境的关系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等人将经济（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分解为三种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

应［１４］。其中，规模效应为：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占用与耗费也会增加，在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规模的扩大将加剧环境恶化。结构效应为：在开放条件下，国际贸易促进产品

分工更加细化，各国将大力发展优势产业，这将导致产业结构与规模的变化，从而影响环境。技术效

应为：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要么加大技术投入，推动产品的清洁生产，要么进行产业转移，将成本

高的产业向生产要素丰裕、环境规制低的地区转移，从而影响环境。经济与环境关系见公式（２）。
ＥＮＶ ＝ γ（Ｙ，Ｓ，Ｔ，ＥＮＥ，Ｒ） （２）
（２）式中，Ｓ 表示经济结构。一般而言，随着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该变化会对环

境产生直接影响。当一国或地区处于工业化时期，其第二产业比重最大，这将消耗大量的能源，使得

环境污染加剧；当该国或地区进入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比重最高，这时环境水平得以改善。Ａｎｔｗｅｉｌ
ｅｒ等研究发现，ＦＤＩ对产业结构具有重要影响［１５］。本文将 ＦＤＩ与产业结构关系表示为公式（３）。

Ｓ ＝ ｅ（ＦＤＩ） （３）
Ｔ表示技术。ＦＤＩ对环境的技术效应主要体现在：外资企业通过控制成本，加大技术投入，率先

使用清洁技术，从而提高投入产出效率，之后再通过技术的溢出与扩散，促进整个产业或行业技术水

平的提升以及环境质量的提高。Ｌｅｃｃｈｕｍａｎａｎ 等发现，ＦＤＩ 的流入整体上有利于一国或地区技术进
步，有利于当地环境水平的提升［１６］。Ｖｅｒｂｅｋｅ 指出，环境技术的提高，将会减少资源的粗放投入，提高
生产效率，从而减少环境污染［１７］。本文将环境技术和 ＦＤＩ的关系表示为公式（４）。

Ｔ ＝ （ＦＤ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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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表示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负相关，严厉的环境规制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宽松的
环境规制会诱导国外企业将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向东道国转移，从而恶化环境。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人们更加注重环境质量，政府也将加大环境规制力度，若环境污染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则政府

具有强化环境规制的动力［１８ １９］。本文将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表示为公式（５）。
Ｒ ＝ δ（ＥＮＶ，Ｙ） （５）
３． ＦＤＩ与产出的关系
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驱使资本向利润最高的区域流动。欠发达地区因能源禀赋高、环境规

制低等优势，吸引了大量 ＦＤＩ，它们大部分流入到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使东道国的生态环境变差。
Ｄｕｎｎｉｎｇ 和 Ｈｏｗｅｌｌｓ研究指出，资源禀赋对 ＦＤＩ 的流动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１８ １９］。Ｎａｖａｒｅｔｔｉ 和
Ｖｎａｂｌｅｓ对 ＦＤＩ进行了归类分析，认为 ＦＤＩ流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称为水平型 ＦＤＩ，它注重东道国的
市场规模（Ｙ）；另一类称为垂直型 ＦＤＩ，它关注流入地的生产成本（如工资 Ｗ，自然资源 ＥＮＥ，环境规
制 Ｒ 等）［２０］。本文将 ＦＤＩ同这样影响因素的关系表示为公式（６）。

ＦＤＩ ＝ κ（Ｙ，Ｗ，ＥＮＥ，Ｒ） （６）

图 １　 能源与环境—ＦＤＩ—
经济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能源、环境（污染、规制）、

ＦＤＩ与经济（规模、结构、技术）是一个双向反馈的过
程。一方面，能源、环境规制影响 ＦＤＩ 的区位选择，ＦＤＩ
的流动对东道国（地区）的经济规模、结构、技术等产生

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东道国（地区）

对 ＦＤＩ、环境（污染、规制）作出反馈，从而形成一个相互
影响、往复循环的系统（见图 １）。

三、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由上述分析，我们发现能源与环境—ＦＤＩ—经济三
者间是一个互为反馈的系统，因此单一方程难以反映变量之间交错影响的复杂关系。基于此，本文借

鉴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Ｔａｙｌｏｒ以及 Ｊｉｅ 的研究方法，建立多变量相互影响的联立方程组，并进行实证分析［２１ ２２］。

联立方程组构建如下：

ｌｎＥＶＮｉｔ ＝ α１０ ＋ α１１ ｌｎＹｉｔ ＋ α１２ ｌｎＳｉｔ ＋ α１３ ｌｎＴｉｔ ＋ α１４ ｌｎＥＮＥｉｔ ＋ α１５ ｌｎＲｉｔ ＋ ξ１ｔ （７）
ｌｎＹｉｔ ＝ α２０ ＋ α２１ ｌｎＫｉｔ ＋ α２２ ｌｎＬｉｔ ＋ α２３ ｌｎＥＮＥｉｔ ＋ α２４ ｌｎＥＮＶｉｔ ＋ α２５ ｌｎＦＤＩｉｔ ＋ ξ２ｔ （８）
ｌｎＳｉｔ ＝ α３０ ＋ α３１ ｌｎ（Ｋ ／ Ｌ）ｉｔ ＋ α３２ ｌｎＦＤＩｉｔ ＋ ξ３ｔ （９）
ｌｎＴｉｔ ＝ α４０ ＋ α４１ ｌｎＴｉｔ－１ ＋ α４２ ｌｎＦＤＩｉｔ ＋ ξ４ｔ （１０）
ｌｎＲｉｔ ＝ α５０ ＋ α５１ ｌｎＥＮＶｉｔ－１ ＋ α５２ ｌｎＹｉｔ－１ ＋ ξ５ｔ （１１）
ｌｎＦＤＩｉｔ ＝ α６０ ＋ α６１ ｌｎＹｉｔ－１ ＋ α６２ ｌｎＷｉｔ ＋ α６３ ｌｎＥＮＥｉｔ ＋ α６４ ｌｎＲｉｔ ＋ ξ６ｔ （１２）

表 １　 变量描述

变量 符号 定义

环境污染 ＥＮＶ 五类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量
产出 Ｙ 实际 ＧＤＰ（万元）

经济结构 Ｓ 工业增加值 ／ 实际 ＧＤＰ
技术 Ｔ １ ／ 单位产出能耗

能源约束 ＥＮＥ 能源消费量 ／ 能源生产量
环境规制 Ｒ 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资本 Ｋ 固体资产投资额（万元）

劳动 Ｌ 就业劳动人口（万人）

贸易额 ＦＤＩ 外商直接投资额（万美元）

工资 Ｗ 职工年平均工资（元）

（７）式为环境污染方程，（８）式、（９）式和（１０）式分别为
ＦＤＩ流动对经济规模、结构、技术的影响方程，（１１）式为环境规
制方程，（１２）式为 ＦＤＩ流动的影响因素方程。下标 ｉ 表示城市，
ｔ、ｔ － １ 表示时期，α ｉｊ 为各变量的系数，ξ ｉｊ 为随机误差项。变量符
号及定义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中，环境污染指标选取城市五类主要工业污染物的排
放量作为替代变量，这五类工业污染物分别是二氧化硫、工业粉

尘、工业烟尘、工业废水及工业固体废物；关于能源约束

（ＥＮＥ），林伯强认为，电力已经成为中国能源消费的主要形
式［２３］，因此本文用各城市电力消费量与发电量的比值来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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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境规制（Ｒ），Ａｎｔｗｅｉｌｅｒ认为其与居民收入水平具有高度相关性［１５］，因此本文选取城市居民可

支配收入作为替代变量；关于贸易额（ＦＤＩ），本文利用历年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平均价进行换算。除此
之外，我们根据张军等的方法［２４］，测算出资本存量（Ｋ）及贸易额存量（ＦＤＩ），所以文中的 ＦＤＩ 是以存
量形式进入方程。同时，为了消除物价影响，文中对以货币计量的指标进行平减，具体而言，利用城市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 ＧＤＰ、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职工年平均工资进行处理。工业增加值利用各地
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基期为 １９９３ 年。

除特别说明，文中所用数据均利用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人口

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经济贸易年鉴》、高校财经数据库（ｗｗｗ． ｂｊｉｎ
ｆｏｂａｎｋ． ｃｏｍ），中国能源资源数据库（ｗｗｗ． 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ｓｄｂ． ｃｎ ／ ｚｒｚｙ ／ ｇ３２． ａｓｐ？）整理得到。某些城
市个别年份数据缺失，用插值法补齐。

四、实证分析

对于联立方程组的计算，普通最小二乘法（ＯＬＳ）难以得到准确有效的估计结果。当前，学术界使用
较为广泛的是广义矩估计（ＧＭＭ，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Ｍｏｍｅｎｔ），该方法能有效解决模型中变量的内生性
问题，同时它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参数结果也更为客观和稳健。本文利用中国 ２１５ 个
城市① １９９３—２０１０ 年面板数据，采用“一步系统矩估计”（ｏｎｅｓｔｅｐ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ＭＭ）进行分析②，具体包括两
部分：一是能源约束、环境规制与 ＦＤＩ流动的相互关系；二是 ＦＤＩ流动对各区域城市经济的影响。

１． 能源约束、环境规制与 ＦＤＩ流动的关系分析
２０１１ 年，中国实际利用 ＦＤＩ金额达到 １１５０ 亿美元，成为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资进入对缓

解内资短缺、推动技术创新及经济增长等具有积极意义，但对中国经济协调发展、能源消费、生态环境

表 ２　 能源约束、环境规制对 ＦＤＩ流动的 ＧＭＭ估计

南部

沿海

东部

沿海

北部

沿海

东北

地区

长江

中游

黄河

中游

西南

地区

西北

地区

被解释变量：ＦＤＩ
ＥＮＥ － ０． ２０ ０． ２２ ０． ０３ ０． ３４ －０． ７８ ０． ３９ ０． ６８ ０． ２４
Ｒ － ０． ０９ －３． ７４ ４． ４８ ７． ７８ － １． ２０ １． ４６ ２． ２７ ４． ２６

ＡｄｊＲ２ ０． ６４ ０． ６６ ０． ７１ ０． ６７ ０． ６９ ０． ７７ ０． ７３ ０． ６９
Ｄ － Ｗ １． ７３ １． ６９ １． ６６ １． ６７ １． ７４ １． ６６ １． ７４ １． ６１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同时，受篇幅所限，
表中没有列出方程组所涉变量的全部估计结果，需要者可向作者索取。

等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中国有可

能成为（或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污

染避难所”。同时，中国各区域在经

济发展水平、能源禀赋、环境规制等方

面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在经济分权、

政治集权的官员考核体制下，各地区

（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在经济增长过

程中容易出现高污染，在规制过程中容易产生“逐底竞争”行为，从而形成资源、环境、经济的恶性发

展。本文利用城市面板数据，对能源约束、环境规制与 ＦＤＩ的流动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２。
从表 ２ 的结果可以看出，调整后的判断系数 Ｒ２ 在 ０． ６４ 至 ０． ７７ 之间，变量符号与现实较为吻合，

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因此我们可以做进一步分析：

（１）能源约束与 ＦＤＩ的关系。表 ２ 中，各城市能源约束与 ＦＤＩ的系数在 ０． ０３ 至 ０． ７８ 之间，但符
号不一致，体现出能源约束、ＦＤＩ在区际城市（沿海与内陆）、区内城市（各区域所辖城市）之间的差异
性。对于沿海城市，能源约束与 ＦＤＩ的系数在 ０． ０３ 至 ０． ２２ 之间，但都不具有显著性。其原因有：一
是 ＦＤＩ区位选择是多因素综合的结果，虽然沿海城市在能源禀赋上不具优势，但在区位、基础设施、人
力资源、技术、开放水平等方面与内陆城市相比优势明显；二是中国资源市场化改革进程缓慢，市场力

量难以有效配置资源，价格并未反映出能源的稀缺性，外资企业在沿海城市投资能源密集型、污染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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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为了反映“城市”这一特征，本文只选取了各城市市辖区的数据，同时为了体现出城市的地区差异，我们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的划分方法，将城市归到所属省份的八大区域中。分别是：南部沿海（粤、闽、琼）、东部沿海（沪、苏、浙）、北

部沿海（京、津、冀、鲁）、东北（辽、吉、黑）、长江中游（皖、赣、鄂、湘）、黄河中游（晋、内蒙古、豫、陕）、西南（桂、渝、川、云、黔）、西北（藏、

甘、青、宁、新），由于具体城市名单太多，在此不予列出，需要者可向作者索取。

有关广义矩估计（ＧＭＭ）的详细内容，可以参阅 Ｂｏｖｅｒ（１９９５）、Ｂｌｕｎｄｅｌｌ与 Ｂｏｎｄ（１９９８）、Ｂａｕｍ（２００６）及 Ｒｏｏｄｍａｎ（２００６）等人的论文。



集型行业，并不会产生大的能源成本负担。对于东北、长江中游、西南等内陆城市，能源约束与 ＦＤＩ的
系数在 ０． ２４ 至 ０． ７８ 之间，并表现显著。其中，长江中游为负相关，系数为 － ０． ７８，东北、西南两区域
为正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 ３４ 和 ０． ６８。这表明：一是 ＦＤＩ 流入内陆城市，且能源资源是其流入的重要
因素；二是外资企业在投资行业、投资动机上具有差异性，在能源生产、消费上具有区际分割的特点。

进入长江中游城市的外资企业多集中在能源消费型行业，企业重在消耗资源；而进入东北、西南城市

的外资企业多为从事资源勘探、开发等行业，企业重能源生产、轻能源消费。

（２）环境规制与 ＦＤＩ的关系。表 ２ 中，环境规制与 ＦＤＩ 在各区域城市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及长江中游的系数为负，分别为 － ０． ０９、－ ３． ７４ 和 － １． ２０，但只有东部沿海表现
出显著性；其他各区域城市皆表现出强烈的正相关性（西南除外），系数在 １． ４６ － ７． ７８ 之间，这与
Ａｎｔｗｅｉｌｅｒ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１５］。沿海城市居民收入普遍且明显高于内陆城市居民，东部沿海则更

为明显，２０１１ 年中国省际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排名中，在排名前三位（上海、北京、浙江）中东部沿海
城市有两个。因此，相比其他城市，该区域的居民更加重视环境质量，政府实施的环境规制与管理措

施更为严格，从而使进入的外资企业大多向清洁化、低碳化、生态化的行业发展。北部沿海表现出强

烈的正相关性，其原因在于河北城市居民收入水平与其他三个区域（北京、天津、山东）相比差距较

大，从而影响了估计结果。我们不考虑河北，进行重新估计，其结果为负，系数是 － １． ２４，但不显著，说
明此处的分析合理。与重视环境质量的沿海城市相比，内陆城市居民更关注收入水平，政府也表现出

强烈的引资偏好，环境规制低，因此外资企业更多选择进入能源密集型、环境污染型的行业，这虽然促

进了当地经济增长，但对该区域环境产生了巨大压力，成为外资企业转移“污染的避难所”。

２． ＦＤＩ流动对城市经济（规模、结果、技术）的效应分析
通过对表 ２ 的分析，发现能源约束、环境规制对 ＦＤＩ 在各区域城市的流动具有重要影响，但表现

出显著的差异性。相比沿海城市，内陆城市表现出更加明显的能源粗放消费、规制“逐底竞争”趋势，

正成为 ＦＤＩ流动的国内“污染避难所”。那么，如此的 ＦＤＩ流动态势将对各区域城市的经济（规模、结
果、技术）将产生怎样的效应，我们仍使用 ＧＭＭ 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ＦＤＩ流动与经济（规模、结构、技术）的 ＧＭＭ估计

南部沿海 东部沿海 北部沿海 东北地区

被解释变量：Ｙ、Ｓ、Ｔ
Ｙ Ｓ Ｔ Ｙ Ｓ Ｔ Ｙ Ｓ Ｔ Ｙ Ｓ Ｔ

ＦＤＩ ０． ０２ ０． ０４ ０． １８ － ０． ２２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２５ ０． ０９ ０． １１ － ０． ０５ ０． １０ ０． ０４
ＡｄｊＲ２ ０． ７８ ０． ６４ ０． ７２ ０． ７４ ０． ６１ ０． ７４ ０． ７７ ０． ６７ ０． ８１ ０． ７７ ０． ６４ ０． ７３
Ｄ － Ｗ １． ６１ １． ６８ １． ５７ １． ５９ １． ６４ １． ５９ １． ６６ １． ６１ １． ５５ １． ６３ １． ６０ １． ６２

长江中游 黄河中游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被解释变量：Ｙ、Ｓ、Ｔ
Ｙ Ｓ Ｔ Ｙ Ｓ Ｔ Ｙ Ｓ Ｔ Ｙ Ｓ Ｔ

ＦＤＩ ０． ６９ ０． ０９ ０． ０２ ０． ２３ － ０． ０９ ０． ０１ ０． ０７ － ０． ０４ ０． １３ －０． ２０ ０． ０８ ０． １１

ＡｄｊＲ２ ０． ６６ ０． ６０ ０． ７７ ０． ７３ ０． ６６ ０． ７５ ０． ７７ ０． ６９ ０． ７９ ０． ７４ ０． ６２ ０． ７９
Ｄ － Ｗ １． ６９ １． ５９ １． ５２ １． ５５ １． ６９ １． ４８ １． ６１ １． ６４ １． ５５ １． ５８ １． ６０ １． ６１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同时，受篇幅所限，表中没有列出方程组所涉变量的全部估计结果，需
要者可向作者索取。

表 ３ 中，估计结果调整后的判断系数在 ０． ６０ 至 ０． ８１ 在之间，绝大多数变量符号与理论判断一
致，下面本文分别从规模、结构、技术三个方面进行说明。

（１）从规模来看，ＦＤＩ 流动对北部沿海、长江中游及西北三区域的经济规模产生了显著影响，系
数分别为 ０． ２５、０． ６９ 和 － ０． ２０，而对其他区域影响较弱。这样的差异与外资企业本身的技术水平、投
资动机等有重要关系，沿海城市发展水平高、环境规制强，进入的外资企业环保技术高，利润附加值大

（北部沿海）；对于内陆城市，外资企业大多投资于高能耗、高污染行业，ＦＤＩ在推动当地经济增长的同
时也加重了当地的环境负担（长江中游）。对于西北等内陆城市，外资企业进入的目的，则更多的是

获取原材料，即从事资源的“寻找与生产”，而不是就地“消费”；同时，在现阶段资源市场机制不完善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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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下，资源难以通过市场定价且资源富集城市难以从中获利，从而导致外资企业在勘探、开采资

源的过程中，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产生了更高的“增长阻力”，弱化了经济增长。（２）从
结构来看，ＦＤＩ流动对南部沿海、北部沿海及东北地区城市的经济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系数分别是
０． ０４、０． ０９ 和 ０． １０，但对其他区域影响不大。这说明进入上述三区域的外资企业相对其他区域城市，
投资于工业所属行业的份额更高，ＦＤＩ 在提高当地工业产值的同时，也恶化了该区域城市的生态环
境。对于长江中游等内陆城市，ＦＤＩ流动没有对其经济结构产生明显影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两个因素：一是进入这些区域的外资企业更多的是从事资源勘探、开采，它们在

此地获取资源，但并不就地消费，即生产与消费区际分离，这对当地工业增加值影响有限；二是这些城

市的工业大多是国有、军有企业，外资企业难以进入，从而对当地经济结构难以产生明显影响。（３）
从技术看，ＦＤＩ流动对各城市技术水平的提高都有促进作用，二者呈正相关关系，系数在０． ０１至 ０． １３
之间，但只有东部沿海、北部沿海表现显著，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４ 和 ０． １１。这说明 ＦＤＩ 流动确实有利于
中国技术水平的提高，相比于其他城市，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吸引的外资企业可能具有更清洁的技

术。对于其他城市而言，清洁技术提高的可能原因是虽然外资企业进入的多为高能耗、高污染行业，

但与本地企业相比，它们在技术上具有明显优势；同时，这些内陆城市具有较强的环境承载力及环境

自净能力，有可能掩盖了外资企业产生的“污染避难所”的事实。

通过前文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首先，ＦＤＩ 的区位选择，具有复杂的内在逻辑，ＦＤＩ 在选择
目标城市时，能源禀赋、环境规制水平固然是其考虑的因素，但其他要素也具有重要影响；其次，ＦＤＩ
的流动在扩大城市经济规模、调整城市经济结构、提高城市技术水平的同时，也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

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尤其内陆城市）。因此，ＦＤＩ 对当地经济既是“天使”，又是“魔鬼”，怎样合理
有效地吸引和利用外资，需要结合城市实际，综合考虑，而不可顾此失彼，产生偏废。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借鉴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Ｔａｙｌｏｒ 和 ＪｉｅＨｅ 的研究方法［２３ ２４］，基于中国 ２１５ 个城市 １９９３—２０１０ 年面板
数据，建立联立方程组，使用“一步系统矩估计”（ｏｎｅｓｔｅｐ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ＭＭ），就能源约束、环境规制对 ＦＤＩ
的区域流动以及 ＦＤＩ流动对城市经济在规模、结构、技术等方面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
（１）能源虽不是 ＦＤＩ流入沿海城市的显著因素，却是其流入内陆城市的重要因子。（２）环境规制促进
了沿海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但在内陆城市，ＦＤＩ流入与环境规制正相关，“污染避难所”假设在内陆
城市存在。（３）ＦＤＩ流动对各区域城市的经济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一是在规模上 ＦＤＩ对沿海城市
的影响较小（北部沿海系数为 ０． ２５），对内陆城市的影响较大（长江中游系数为 ０． ６９）；二是在结构上
ＦＤＩ对沿海城市有显著影响，但对内陆城市的影响较弱；三是在技术上 ＦＤＩ 流动促进了城市节能化、
清洁化发展，引进 ＦＤＩ有利于城市技术水平的提高。

基于上述结论，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中国应该加快资源市场化改革步伐，充分发挥市场配置

资源的作用；逐步改变能源市场垂直分工体系，减少能源价格的行政干预，促使价格准确反映其稀缺

成本；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实现资源利用的区际公平与代际公平。除此之外，沿海城市可以利用

碳金融市场，积极推进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建立，实现城市经济的节能、清洁发展；内陆城市应加强政府

职能建设，规范约束政府的引资行为，改变以环境换投资，以污染换增长的发展模式，坚决制止中国成

为世界“污染避难所”以及欠发达地区成为中国“污染避难所”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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